一个地级市的自救如何上升为国家战略——三明医改始末
沿着问题捋顺政府责任和医院定位，打断药品耗材高价链条，提高医生阳光收入，这场被“倒逼”出来的改革几遭波折终成正果
改革篇
2014年1月30日，除夕夜。詹积富接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人说，让他2月7日必须赶到北京，8日到中南海参会。
在此之前的一年，或许是詹积富最困难的一段时间。
早年在药监系统工作近十年，其后就任福建省食药监局副局长的詹积富，亲历了中国第一轮医改折戟。这段经历让他对医药领域的痼疾了如指掌，动了改革的心思。真正从心动到行动，是2011年他调回三明市担任副市长，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大胆放权，让他操盘三明市的医改。
十几个部门的中坚人员聚在一起，他们清楚地知道问题和痛点，沿着问题捋顺政府责任和医院定位，打断药品耗材的链条，提高医生阳光收入。但也因此，这个看似“不复杂”的医改遭到各方压力、几近夭折。
除夕夜的那通来电，让三明医改绝路逢生，彻底改变了故事走向。詹积富进京汇报之后，三明医改的道路越走越宽。多方护航下，这个山区小城趟出的道路正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。
一场“自救”：不改革就崩盘
了解三明医改的人都说，“这是一场倒逼的改革”。
三明是座老工业城市，被福建中北部的群山挤在中间。2010年，当地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，缺口高达1.4亿，次年，亏损扩大到2亿以上，占财政收入的14.42%，这已超过一个地级市能承受的极限，财政无力负担，若不改革就是崩盘。
在改革求自救的背景下，2011年下半年，詹积富出任三明市副市长，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“减少亏损5000万”。可究竟要怎么改，谁也不清楚。
2012年春节假期后不久，詹积富叫上发改委、卫生局、人社局、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分管领导和科长，召开第一次医改动员会。
现任三明市卫健委副主任的于修芹也参加了那场会议。当时，他是医政科科长，管的就是医院运行、医疗质量与安全。“你当了十年医政科长，意识到什么问题？准备怎么改革？”詹积富点名请他回答。
于修芹记得，自己讲了药价虚高、药品回扣，老百姓对看病贵意见很大等问题，“我说完他（詹积富）也不说你说得对不对”。
在会议上，詹积富谈到，医改要做到“三个回归”：公立机构回归到公益性质，医生回归到看病角色，药品回归到治病功能。“他应该是有了想法，但我们不大理解。”现任三明卫健委体改科科长、当时负责撰写医改材料的周显葆回忆。
一招扭转医保基金亏损局面
其实，三明此前也尝试过自救。2011年，在市财政局社保科工作的徐志銮和同事核对报表，发现医保金收不抵支存在危险。他们分析认为，个人账户55%的划入比例偏高，应加大统筹基金划入比例，以此避免基金枯竭。
结果政策发出后全市骂声一片，公众普遍觉得个人利益受损。三明市政府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，徐志銮记得，当时有人直接冲到办公室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要求改回去。
除了公众的反对声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保金亏损。现在看来，于修芹的发言确实点出了医疗体制存在的真实问题。或许也是因此，会后詹积富找到卫生局局长，要求于修芹加入医改团队。
减损5000万的任务交给了卫生局，局长让于修芹出方案。“我说那很简单，”他把22家公立医院院长叫到一起开会，“市政府给我们一个任务，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分呢？”最后各家医院按2011年的业务收入分摊解决，这是以往解决这类问题的惯例。方案交到詹积富那，他反馈说：“太简单了，不能这样改”。
在詹积富看来，医保基金的过度消耗与药价虚高有很大关系，他把第一抢打向了“万能神药”。
所谓“万能神药”，大多是营养性、辅助性用药，这些药价格不低回扣空间也大。为了遏制神药的滥用，2012年3月，由于修芹等人制定的药品重点监控目录推出，第一批共129种药品被纳入监控范围，多是单月使用量超过30万元的品种。
制定目录后，配套规定很快出台。周显葆介绍，重点监控后要求，医院使用这些药品必须实名登记，主管部门会组织专家分析，如果用量过大或用药不合理，就要对医院批评教育并扣除医生奖金。
目录制定者们也没想到，这招一针见血。4月20日，监控目录落地，当月药品支出下降1673.03万元，这相当于三明市用药金额四分之一，若按全年计算，光这一招节省下来的药费几乎可以扭转医保基金亏损的局面。
阻力初现，限价采购夭折
在詹积富的设想中，当务之急是先挤出药品水分。在监控目录落地的同时，另一项计划继续跟进。
此前，药品采购由医院自主进行，后来权限收到省一级政府。但省一级政府集中采购，药价依然偏高。詹积富想到，应在政府招标的基础上，与厂家二次谈判，他称之为“限价采购”。
但在当时药品招标权限并未下放，为了不逾越政策，他们把二次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原有的招标目录中。围绕谈判品种，从各家医院抽调的十几名专家在省政府六楼会议室争论、筛选了两个通宵，最后圈定2000多个品规的药品。
一个无奈的细节是，尽管在会前就收掉了每个人的手机，还请来纪委现场监督，消息还是不胫而走。“都还没搞完，就有人传给医药代表，”詹积富回忆，“限价采购”首次尝试很快叫停。有人感慨：“这说明利益集团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来了。”
兜揣秒表，卧底医院
十八大以后，反腐频频登上热搜。三明也迅速启动医药领域的反腐。在詹积富看来，错误的制度设计导致医院和医生走上以赚钱为中心的逐利之路。在打击腐败的同时，医改团队开设廉政账户，鼓励医生缴纳回扣。
但在打击药价的同时，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也受到影响，三明22家公立医院出现了15%的亏损。“改革肯定要考虑以后怎么提高医生待遇。”年初的那次动员会也谈及了这个问题，解决办法是合理提高服务价格，把灰色收入变为阳光收入。归根结底，是让医生不再靠卖药生活。
关键是，怎么调？詹积富从物价部门开始问，各个部门负责人都在摇头。最后詹积富点名徐志銮，他当时只是社保科科长。“我也不敢说不好，只好把这个任务接下来。”他回忆。
调价首先要科学衡量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，这是一个难题。当时四十多岁的徐志銮，家里也压力很大，父母正在轮流生病住院。带家人看病成了他“卧底”医院调查的机会。
作为“患者家属”，徐志銮晚上和周末基本都泡在医院和医生护士聊天，问他们工资多少，绩效怎么核算。蹲点也让他了解到，其实有灰色收入的医生只是少数，95%的医护人员只有微薄的工资。
为了确定医生的工作量，他和同事经常揣着秒表到门诊部，站在诊室门口数患者数量和就诊时间。
他们还对医院做了资产调查：把各个科室各个项目的资产构成、收入构成、诊查费标准等逐层剥离出来。经过近一年的摸底调查和测算，医改团队拿到了丰富的真实数据，原始表格堆在地上跟茶几差不多高。据此，他们给出了调价方案。
最敏感的一步：调价
调价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——腾笼换鸟，取消“药品加成”，把药费收入置换为医疗服务收入。对患者来说，总体负担维持不变。但在实践中，这又十分敏感。
2012年底，医改团队根据业内公认的标准（主任医师工资应该在社会平均工资的3～5倍），倒推出主任医师的门诊挂号费要从7.5元涨至60元。为了避免大幅调价增加公众负担引起反感，他们决定分步调整医疗服务费用。
调价工作原计划从2013年1月1日执行，但到2012年末，徐志銮母亲的病情迅速恶化，调价前的最后测算交接给他人完成。老人在2013年1月1日与世长辞，2月1日，三明首次上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，80项医疗服务挂号费从7.5元上调至25元。
伴随调价落地的，还有一项关键改革：从院长开始到各级医护人员相继开展年薪制改革，提高了他们的收入，进一步降低医院对“挣钱”的需求。
改革还在继续，下一步是打通医保系统。当时，人社部门管理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，卫生部门管理新农合。业内早有打破碎片化的呼声，但从中央到地方都难以达成共识，就医疗保险由人社部门管还是卫生部门管打起了拉锯战。
但这也是必须要走出的一步。合并医保管理系统涉及基金运行效率，更重要的是，医保管理者应当是参保人的代言人，帮参保人谈判议价，达成任何一个个体所不能达成的目标。而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医保管理机构。
詹积富找到了折衷的办法——把医保交给财政部门管理。“直接把钱交给管钱的机构，这种操作回避了利益纠葛。”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春晓评价。
2013年6月，三明整合全市24个医保经办机构，组建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，挂靠财政局。徐志銮成为新机构的负责人，“我一个科长，一下子管几百号人，压力是非常大的。”
他们重新捋顺医保管理体系，扁平化管理，按照报销、稽核、支付等设置流水线式的管理制度。此后数年，跟医保有关的政策均由新成立的医保中心研究提出，再交由财政局签发。
“一定要顶住方方面面压力”
改革的风险和阻力贯穿三明医改全程，“三明医生都跑了”“三明无药可用”的流言几次出现，关于詹积富等医改团队人员的举报信也是不断。
改革动作越来越大，三明医改的政策和数据引起上级关注。2013年夏天，福建省提出学习三明医改经验，但下半年情况陡变。面对钱从哪来、无药可用、数据造假的质疑，2013年底，福建省派出两个调查组赴三明，一个审查医改数据，一个审查医疗质量。
经历过那次审查的人回忆，在新成立的医保中心，检查组分成药品、政策、财务、征缴四个小组逐一审查。“这么低价的药能用吗？”“效益真是通过改革得来？”
还有领导传话给詹积富：何苦得罪那么多厂长，得罪那么多院长，得罪那么多大牌专家，得罪那么多医药代表？回忆起这段经历，亲历三明医改的人都强调，时任市委书记、市长的支持很关键。
三明很多关键改革文件都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出台的。三明医改初期曾出过100多个文件，其中不少都没有上到市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讨论。医改专业性很强，涉及的政府部门间也存在利益博弈，有人开玩笑，如果上会讨论，“5页就剩下3页，前面指导思想，后面组织保障，中间全砍光了”。
时任市委书记邓本元卧病后，詹积富和他在病床前有过多次交流。邓本元叮嘱：改革绝对正确，一定要顶住方方面面压力，站在改革的进程上，要有快有慢，要懂得迂回，要懂得策略……
如果按材料读就完蛋了
就在改革者们陷入困境时，转机出现了。事实上，三明医改一直受到财政系统的关注。2013年9月，财政部派调研组到三明，并形成医改专题调研报告。
在这份后来对外公开的报告中，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评价，三明医改令老百姓、医疗机构、政府三方满意：人均出院费用下降，门诊费用持平，医务人员收入增长，医保基金扭亏为盈。但由于部分改革措施是三明市“单兵突进”，导致其陷入“改革孤岛”。报告建议，三明模式值得总结推广，尽快纳入国家试点。
正当詹积富等人在三明承受压力时，这份报告也在年底登上《财政简报》送至各地和有关部门。自此，三明医改进入中央视野。2014年1月30日，大年三十，詹积富接到那通来自北京的电话。
那是詹积富和同事第一次走进中南海，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院长和教授，都是医改领域的专家。这位三明医改的操盘手有个习惯，发言从来不看稿子，医改团队的其他人也是如此，“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”。詹积富从政府责任讲到回归医生看病角色，引起时任分管医疗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注意。一问一答间，他一人就汇报了三四十分钟。
冬天的北京天黑得很快，会后刘延东直接找到詹积富，让他回福建后向书记汇报，“我过几天就到你那边”。
“如果按材料去读就完蛋了，我们就是要讲实话不讲套话。”詹积富后来回顾道。会后，他从北京飞到福州看望住院的邓本元，俩人预感到三明医改绝处逢生。
调研给他们吃了定心丸
2014年2月18日，中央调研组抵达福建。改革者们回顾这段经历时都说，这次调研给他们吃了定心丸。但在当时，他们还要经历考验。
于修芹和周显葆记得，调研组并不按照他们提供的路线走，而是随机抽点去看。他俩跑在前边踩点，却发现调研组去了别的地点。考察最后一天，调研组要求去沙县医院考察，这家医院本不在行程上，院长还在外边办事赶紧跑回来汇报工作。
调研结束后，调研组肯定了福建省医改取得的成绩和经验，并强调，要扎实推进公立医院改革，牢牢把握公益性方向。
此后，医改之路顺利很多。2016年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，福建省三明市作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情况汇报。
再接下来，2017年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又一次谈及三明医改：现在看，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、成效是明显的，要注意推广。
“建立纠偏机制很重要”
有了中央的“保驾护航”，三明医改顺利许多，但改革者们没有放松。
医改团队每个人从不关手机，他们都知道，詹积富想到什么随时就会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员开会讨论，会后立即起草相关文件。“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改革前期几天就出一个文件，到后期以后出文件就比较慢了。”周显葆回忆。
2015年詹积富到北京交流，和韩启德讨论到医疗总费用增长的问题。医保虽然要控费，但没有合理的增长也会制约医院发展，业内认为，这个数字应该控制在10%以内。当时，三明的增长率下降到2.5%。
上飞机前，詹积富打电话通知，自己晚上回到三明，要所有人晚上9点来开会。周显葆记得，自己接到电话时刚到家，又跑了回去。当晚，三明市确定第二次医疗服务调价，诊疗费由上一次的25元上调至48元。
整个团队运转迅速，同时也有很好的纠偏机制。有的文件发出后，第二天或第三天又废止了。周显葆介绍，每个文件发出后，他们都会综合分析效果，如果不合适马上调整。“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建立纠偏机制很重要。所以三明医改能多次摸石头过河，能形成成熟的经验做法。”周显葆说。
为了跟上医改的步伐，团队成员也在补课，他们开玩笑说是在詹积富那念研究生。徐志銮常说，自己47岁才开始跟着詹积富学医学药。财务出身的他从未接触过医药专业，为了了解医改涉及的每种神药，他买了本药理学，每次会后对着笔记查资料。
2016年中，一纸调令送达三明，詹积富调到福建省新成立的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担任主任，一个月后，他又被任命为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。新任务是，把三明经验复制到全省。
离开三明前，詹积富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推动成立三明市医疗保障局。从“中心”到“局”，医保系统有了独立的行政机构，可以单独出台改革文件。这也是未来将要成立的国家医保局原型。
以健康为中心
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，没有全民健康，就没有全面小康，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。
对三明来说，经历了“治混乱、堵浪费”，“建章程、立制度”，又捋顺了政府责任、机制体制等，此时正需要转入“治未病、大健康”阶段。
传统意义上，预防医学管防病，临床医学管治病，医防融合的难点就在于打通二者的边界。“医院都没人来了，医院是不是要关门了？”詹积富解释这项工作之难。
有了前面的成功，三明做出更大胆的尝试：把每个县的村卫生所、社区卫生站、乡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县医院、县中医院等整合成一家“总医院”，下级医院的人财物统一交由总医院院长调配。以此明确谁来负责老百姓的健康。
三明每个受访的医护人员谈到这项改革都说，现在上下级医院是“一家人”，这打破了优质医疗资源聚集在上级医院、患者也喜欢往三甲医院跑的局面。詹积富把这些机构称为健康管护组织，负责辖区内所有人口的健康。
为了提高医院从事预防的积极性，按照测算结果，每年医保把资金打包给每家总医院，结余的钱不再收回医保，而是留给医院用于工资和发展等。而结余资金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帮公众做好预防工作，减少看病支出。
尾声
2018年2月28日，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。半个多月后召开的全国两会公布正式方案，其中包括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，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。前者的成立正是源自三明的探索。
2019年初，詹积富回到三明市工作，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。退居二线后，在医改的圈子里，人们喜欢称呼58岁的詹积富为“老兄”或“老詹”，有人说他们“赶上了好时代”。
这位三明医改的操盘手常说自己只是执行者，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肯定走不下去。他也一直说，自己在医改这件事上没有个人利益，“医疗领域的改革任务还是任重道远”。
“但你说谁不考虑个人利益，那也是假的。”他笑称。不久前，中影集团找到他，要将三明医改拍成电视剧，剧本、演员、资金都准备好了，詹积富给剧组提了一个要求，“不要找一个演过坏人的演员来演我”。
声音
如果按材料去读就完蛋了，我们就是要讲实话不讲套话。
——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詹积富
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建立纠偏机制很重要。所以三明医改能多次摸石头过河，能形成成熟的经验做法。
——三明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周显葆
（感谢杨燕蓉、张广炳、颜婷婷、吴爱农、刘春等为采访提供的帮助，刘明、王森对本文亦有贡献。部分内容参考：王春晓《三明医改——政策试验与卫生治理》及《八点健闻》《新京报》相关报道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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